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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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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1950 年新中国向前苏联举借第一笔总数为 30 000 万美元的外债起，截至 2004 年底，中

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为 2 285.96 亿。外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成为新时

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柱。但与此同时，我国外债也存在着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不高、管理

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随着借用外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界对新中国外债的研

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相比，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显得比较欠缺，权威性

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对浩繁的新中国外债史料至今尚未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系统的整理，使广

大的专家、学者无法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部资金的利用，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新

中国外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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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的整理和外债史的研究已经花费了近三

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代、北洋、国民政府几个时期的资料整理，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专著。经过多

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依靠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起来

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积累形成的［1］（p.9）。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

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依靠外债。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又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而形成的。此外，美帝国

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冻结中国在境外的资产；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宣布没收英

美在华资产，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的基础上，对新中

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巨大的课题。本文拟对新中国外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

出一些看法，乞就教于方家。

一、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研究任何课题，首先要弄清的是该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提出过什么问题？怎样解答这

些问题？因为任何研究的新成果或新发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的。

自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外债问题

进行了有选择的介绍、分析和研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关于中国

外汇与外债问题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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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等人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情况与经验》（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邓子基等人撰写的《公

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甄炳喜编著的《债务：

第三世界的桎梏》（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陈同亮所著的《中国债务备忘录》（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高坚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国债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王建军等编著的

《外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3 年版），等等。但上述著作尚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政府部

门的决策性层面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务院经贸办与共青团中央的李祥林、洛桑主持编撰了

《走向国际市场》丛书，其中由彭建国编著的《利用外资与海外投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版）一

书，不仅论述了国外贷款、国际融资、直接利用外资、海外企业的建立与经营管理、保护国际投资的

政策及法规，还介绍了 22 个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法规，它融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

性于一体，阐明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突出了最实用的内容，为处于第一线的对外经贸业务

人员和 管 理 工 作 者 提 供 了 最 新 的 资 料。董 志 凯 在《新 中 国 工 业 的 奠 基 石———156 项 建 设 研

究（1950—2000）》（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

资料为基础，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利用向前苏联举借 18 .5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外债来进行的

156 项重点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展示，客观分析了在那个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制下，这些项目对新中

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债研究，近十年来也陆续有文章发表，如常亮和张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外债状况分析》（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99 年第 20 卷，第 100 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撰

写的《我国外债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等文，从标题中即可看出其着眼于现状及相应的对策。

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学术层面上研究新中国外债的当推隆武华的《外债两重性———引

擎？桎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和王国华的《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这两本专著都是他们在许毅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研究近代

中国外债和新中国外债的原创性著作。

《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一书对中国外债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与分析，其中有三章专论

新中国外债，即“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亚洲金融危机、外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药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在“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一章

中，作者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为基础，指出了 1985—1995 年中国外债的基本情况及结构特点。该

书指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债的发展尚属健康，还不存在发生危机的条件。但存

在的问题确实不少，一是多头对外借款导致外债规模迅速扩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大债务国；二

是外债结构基本上是在自发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整体的借款战略等。”［2］（pp.6 - 7）但该书对新中国

成立至 1985 年的中国外债未能加以阐述与分析。

《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则对新中国外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积

极争取和利用前苏联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以加快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情况；对中国改革开放

后外债利用的情况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债利

用规模的迅速扩大有极强的相关度。书中具体分析了外债对我国交通、能源等基础性、瓶颈性产业

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肯定利用外债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外债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

不高、管理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

此外，财政部科研所与有关单位还组织了数十人，用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大量近代

中国外债的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但是，目前学界尚无人对新中国外债的研

究史料进行整理，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党的文献》在 1999 年第 5 期上登载了《建国初期 156 项建

设工程文献选载（1952 年 9 月—1954 年 10 月）》，首次公布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前苏联政府援助中

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决定，以及周恩来致李富春的信等档案文献，这些资料的公布，不仅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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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为新中国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借用外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扩大外部资金的利用，是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新中国外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关新中

国外债的政策、实施、作用、影响及我国外债规模和管理体制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认真探讨，总结

历史经验，以防范债务风险，提高外债使用效率。

二、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债或债务，具有强制的责任与义务。1988 年 3 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IBRD）等四家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出版了

《外债：定义、统计范围与方法》一书，对外债作了统一的规定。该书对外债作了如下定义：

“Gross external debt is the mount，at any given time，of disbursed and outstanding contractual liabilities of
residents of a country to non-residents to repay principal，with or without interest，or to pay interest，with or
without principal .”（即“外债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一国居民对非居民所欠的已用尚未清偿的有

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1987 年 8 月 27 日，中国公布的《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中，

对外债定义以及外债的具体内容规定为：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或

其他机构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

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

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外债定义）与国际通行的外债定义有细微差别，带有与我国国籍法一

致的血统原则与属人原则，与西方通行的属地原则有些不同。如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所借

入的外汇资金不视为中国外债，尽管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境内的法人（居民）。”［3］（p.12）也有学者提

出：“对于外债的定义，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即最狭义的外债、狭义外债、广义外债、最广义外债。

这四个概念，一个比一个范围大，前两者构成内涵外债，我们把它们称为外债；后两者构成外延外

债，称为准外债。”［2］（p.2）最狭义的外债，即最核心意义上的外债，又称国家外债、国外公债或公共外

债，是指政府通过借款、发行债券等形式或由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的对外国的债务，它直接构成一

个国家的国债。狭义的外债是指一国居民欠非居民的债务，即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机构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

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广义的外债包括一个国家的外贸逆差，外贸逆

差可以用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清偿，也可以通过经常项目上的非贸易往来或包括侨汇在内的资产转

让来弥补，甚至于动用外汇储备；外贸逆差还可以在资本项目上用直接举借外债或利用直接投资的

沉淀部分来偿还，这种偿还含有借债还债的性质，理所当然属于外债。最广义外债指外国对一个国

家的直接投资或一个国家银行的外国分行在国外吸收的存款等。

据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04 年底，中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 2 285 .96 亿，比上

年末增加 349 .62 亿美元，上升 18 .06%①。目前，中国外债余额超过了历朝历届政府，但由于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出口增长迅猛，所以偿债率② 一直控制在 15%的安全线以内（最

高的 1999 年为 11 .3%）；债务率③ 控制在 100%的安全线以内（最高的 1998 年为 70 .4%）；负债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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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负债率为外债余额除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般情况下不超过 25%即为安全。

债务率为外债余额除以当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收入，一般情况下不超过 200%即为安全。

偿债率为当年中长期还本付息额加上短期利息除以当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收入，一般情况下不超过 25%即为安全。

相关数据参见《中国财经报》2005 年 4 月 19 日第 5 版。



控制在 25%的安全线以内（最高的 1999 年为 15 . 3%）；另外，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也控制在

100%的安全指标以内（最高的 1996 年仅为 13 .4%）。

新中国外债史既要研究内涵外债，也研究外延外债，但主要是研究内涵外债；既要研究举借外

债的背景、债项债额，也要研究外债的用途、作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对债项、债额的研究则

主要是针对登记外债而言。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并统一了货币和金融机构。但是在香港 1997 年收回

主权、澳门 1999 年恢复行使主权后，我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货币上仍有港元和澳币的流通；而

台湾至今未统一。因此，本文研究新中国外债，在外债数额的统计与分析中，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

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对外负债，只限于大陆地区。

三、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前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

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

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 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 19 . 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

4 .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 30 年中建设发

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①。

至 1959 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 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② 在回顾从前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前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

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 50 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

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 40 个部门的 250 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

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

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4］从中可以了解到我

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前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

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

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

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

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

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

那就不好。”［5］（p.193）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

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

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 1979—1991 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

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详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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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宿世芳于 1949 年秋在中国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工作，1952 年调往莫斯科，1955 年回北京后，在中国技术公司工作。

对这一问题，除王国华《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有专门论述外，其他文章主要有：蒋洪巽、周国华《50 年代苏联援助中

国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的由来和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陈夕《156 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

献》，1999 年第 5 期）；宿世芳《关于 50 年代我国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王

奇《156 项工程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陈东林《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的对

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等等。



表 1 1979—1991 年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分布情况

序号 贷款使用行业 项目个数 使用贷款额比重（%）

1 交通运输 52 28.58
2 能 源 46 17.95
3 石油化工 49 13.16
4 邮电通讯 104 9.82
5 轻工纺织 416 8.91
6 城市建设 54 6.28
7 钢铁冶炼 28 5.13
8 机电仪器 52 4.60
9 农林水利 70 2.44
10 建筑材料 37 2.19
11 科教卫生 24 0.68
12 其 他 4 0.26

总 计 936 100

*资料来源：马洪《现代中国大事典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97 页。因为有些贷款项目是跨

行业、跨地区的，所以贷款项目总数多于按贷款国计算的贷款数 916 个。

表 2 2002 年全国中长期登记外债投向表 （金额单位：亿美元）

债务人

类型

贷款

使用行业

国务院部委
中资金融

机 构

外商投资

企 业

中资

企业

外资

银行

外资

非银行

金融

机构

其他 合计

农牧渔业 58.28 3.48 3.64 0.44 0.13 0.23 66.2
采矿业 24.27 59.39 24 5.22 0.04 0.41 113.33
制造业 9.37 15.29 44.10 0.64 1.06 0.18 70.64
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73.96 96.31 43.35 2.23 0.01 215.86

建筑业 17.52 2.47 47.96 0.02 1.53 69.50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0.19 25.67 35.86

信息技术服

务业
176.9 37.44 16.86 64.53 0.33 0.01 296.07

水利管理和

社会服务业
10.24 1.99 37.17 0.35 0.01 0.01 49.77

卫 生、社 会

保障和社会

福利业
43.96 5.13 4.12 0.24 53.45

其他 80.43 64.87 44.57 0.78 43.87 1.32 0.01 235.85
合计 494.93 286.37 275.96 100.12 46.65 2.47 0.03 1206.53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2002 年度我国外债基本情况报告》，2003 年 4 月 15 日。

从以上两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

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

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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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

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

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

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 年，中国财政

收入达到 2 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 .8 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 36 万亿元人

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 30 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 6
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

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

界前列。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

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计，清政府举借了 210 项外债，总

额相当于 18 亿银元［3］（p.145）；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 633 项，债务总额达 15 . 56
亿银元［6］（p.1）；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 85 项，债务总额约 28 亿银元［3］（p.145）；新中国外债除 20 世纪 50
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

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

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

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 208 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 85 笔，债额达 374 560 965 .7 两，占清末外债

总额的 28 .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 37 笔（318 147 297 两），矿业

借款 26 笔（36 050 927 两），电讯借款 7 笔（8 738 344 两），轮船招商局借款 4 笔（4 383 192 两），河工

借款 4 笔（3 330 515 两），其他实业借款 7 笔（4 910 689 两）［1］（pp.356 - 541）。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

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

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 4 .5 亿银元，约占总数的 29%［3］（p.19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

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 年，全国新增铁路 4 264 公里，

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

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

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

后，又举借了 63 笔实业外债，债额为 3 .7 亿银元，占总额的 8 .23%［7］（p.16）。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

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

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 1 / 4 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

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

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

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

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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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

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

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

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 1840 年入侵中国

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

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

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

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

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

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

156 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外债的风风雨雨、举债的曲曲折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如前所述，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一部新中国外债史，同样是新中国社

会经济的缩影。近代中国外债给中国社会经济起的更多的是“桎梏”作用，而新中国外债给新中国

社会经济带来的更多的是“引擎”作用。当然，新中国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要时刻区分与警惕国际

间平等互惠互助的资本流动与霸权主义国家利用金融实力控制、欺压债务国的图谋。

第二，债项结构与债务投向的不同。近代中国举借的外债主要是军政借款，而非实业借款，而

且各个时期也不完全相同。晚清政府时期主要是赔款借款，所赔借款额计 79 388 万两库平银，占

当时外债总额的 61%［8］（p.41）；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主要是军政借款，计 6 .7 亿银

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 43 .05%［3］（p.196）；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国防借款（大部分用于抗日战争），计

325 172 万银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 72 . 3%①。晚清、北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中，也有数量不等

的实业外债，且大部分投向铁路建设，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而新中国所举借的外债基本上都是实业

外债。从中长期债务投向看，1979—1991 年，投向交通运输、能源、石油化工、邮电通讯、轻工纺织的

占 78 .4%②；2002 年，按照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 1 206 .53 亿美元的中长期外债中，投向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占24 .5%，投向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占 17 . 89%，投向采矿业的占 9 . 39%，

投向制造业的占 5 .85%，投向建筑业的占 5 . 76%，等等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对科学

技术的投入，在 21 世纪的头几年较之 20 世纪 90 年代又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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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me Research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xternal Deb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 .R.China

JIN Pu-sen
（Department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From the first external debt amounting to 3 hundred million US dollar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1950 to the end of 2004，the balance of China’s external debt totaled up to 228 . 596 billion US dollars .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external deb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with 1978 as the dividing year，in
which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
The first period of external debt of New China ranged from its founding in 1949 to the said Third Plenary
Session in 1978 . This period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 The first stage lasted from 1949 to 1968
when the repayment of all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bts was completed. It witnessed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of borrowing money and being compelled to pay the debts . From 1950 to 1957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igned the 13 loan agreements amounting to 6 .84 billions old rubles（1 .3 billion new rubles，or 1 . 71 billion
US dollars）in total . Coupled with the loan for importing the technique，equipments and 156 projects for
construction，as well as that for purchasing the military equipments and suppli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the total amount of debts for this period was 7 .4 billion old
rubles（1 .406 billion new rubles，or 1 .85 billion US dollars）. The annual interest of the loan varied from 1%
to 2 .5%，and its payback period was from 2 to 10 years . In addition，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s with
Poland，Czech，and Democratic Germany，introducing complete construction projects . But after 1960，the
good fellow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in the 1950s began to deteriorate，break up and even come into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owing to the Soviet chauvinism and China’s " ultra-Left"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The Soviet Union stopped halfway the loan and the technical and personnel support for China，
terminated the signed contracts，withdrew the experts，and pressed for the debts in advance. By withstanding
the intense pressure and with the whole nation being thrifty to survive the financial pinch，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aged to repay the overall debt by 1965 .

The second stage covered 10 years from 1968 through 1978，with neither internal nor external debts .
From 1978 till now was China’s second period for debt financing. With 1992 as the dividing year when Dong
Xiaoping made a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this period falls into two stages：The first stage from 1979 to through
1991 was for raising loans，and the second stage from November 1979，in which the Belgian government
promised to loan China 3 hundred million BF（8 million US dollars），to 1992，saw the provision to Chin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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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s from over 20 countries，including Japan，Italy，France，the U. K.，the Netherlands，and Federal
Germany，and of suc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World Bank，Asian Development Bank，IMF，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d Nordic Investment Bank. From 1987 on，China went to issue bonds
and shares in the capital market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Europe，Singapore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
The debt of this stage featur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its majority being the mid- or long-term debt；

（2）its credit period being rather long，for example，30 years plus 10 years’grace period on average；（3）its
low interest with no interest for each new loan；and（4）Its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covering basic industries
and mainstay sectors .

The second stage from 1992 till now，in which the external debt has increased at an annual rate of 15%，

exceeding the growth rate of GDP in the same period，featur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the rapid
growth of debt；（2）the main currency being U. S. dollars and Japanese yen，making up over 4 / 5 of the total
debt；（3）de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official preferential loan and increase by 50% in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oan；and（4）the risk indicators of external debt（debt service ratio and debt ratio）
being basically within the safety limit .

In conclusion，the external debt of New China has done a great job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cluding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boosting economic take-off，and upgrading China to the No. 1
place amo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No. 6 place worldwide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aggregate
quantity .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sort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and further the research into China’s external
debt，which would provide a clear and reasonable answer to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
Key words：external debts；social economy；research on external debt；sort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external debt

本刊讯 2005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浙江省天台山召开了“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台县人民政府主办，

由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等承办。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斯洛文尼亚、

法国、韩国等 8 个国家的 137 名中外学者。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 116 篇，摘要 10 篇。其中，孔令宏教授简明扼要地勾勒了浙江道教的历史；徐雪凡则

从浙江道教碑刻的角度考察了浙江道教的发展史；胡葛福和王达钦阐述了缙云仙都道教的历史与现状，所

述黄帝文化与道教的关系值得关注。关于天台山的道教文化研究，汪桂平以天台道士应夷节的受道历程为

典型案例讨论了唐朝道教的授癛制度；张兰花发掘了天台遇仙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许尚枢、张高澄分

析了司马承桢在天台山对道教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此外，学者们还对浙江其他地区的道教内容进行了多种

研究，如肖美丰对顾欢《夷夏论》作了有一定新意的诠释；张其成教授探讨了《太乙金华宗旨》中的“魂”与

“魄”及其解释；美国学者 Judith Magee Boltz 论述了《道藏》中的仪式与永康醒感戏的相似性。浙江区域道教

的起源与发展是在中国道教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本次会议的论文中也有一批是探讨中国道教的。

如张京华对“绝地天通”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释；Thomas Sherman 则认为，《道德经》是用否定方法求得道的宗教

真实性的，等等。总的看来，本次会议对浙江区域道教作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

由于本次学术会议是第一次专题研究浙江区域道教的学术会议，所以，尚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或虽有涉及

而研究尚不够深入。例如：灵宝派、上清派的起源与浙江的关系；张道陵是否出生于西天目山并在那里修

道；《太平经》的成书与浙江的关系；温州林氏道教世家等等，均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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